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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法律文化视域下的中国法治
高越男

新疆大学，新疆乌鲁木齐，830000；

摘要：当代中国法治的本源命题聚焦于法律文明演进中形成的本质属性与核心特征，这些特质深深植根于五千

年文明积淀形成的制度基因与社会生态之中。以文化根脉中法价值神圣性为逻辑轴线，传统法文化中的治理智

慧与现代治理效能构成了观察中国法治发展的双重维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时代语境下，对法治根基的探

寻必须回归中国本身文明演进的内在理路。通过法哲学基础重构与规范体系创新，为法治中国建设构筑具有文

明标识度的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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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的神圣性

在讨论中华优秀法律文化时谈及法的神圣性，源于

中国法律传统中特有的文化基因和治理逻辑。这种神圣

性并非单纯宗教意义上的超验存在，而是融合了自然秩

序、伦理道德与政治权威的复合价值体系，其核心价值

至今仍对现代法治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1.1 中国古代法的神圣性

中国古代，天是核心，是超越人的存在，因此天具

有神圣性。皇帝也在天之下，于是“君权神授”“天子”

等说法让政权也具有了神圣性。故而中国古代法的神圣

性和权威性来源于“天道思想”和“礼”，并由此形成

了“天-君-法-民”的传导链条。

“道法”一词隐含着法与自然法则的内在联系，如

用自然灾害来警示统治者，赋予法以神圣性；再如罗

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所言，通过衙门的匾额等符号的

象征意义，强化对法的敬畏和法的权威性。古代中国法

的礼法结合，使得礼也被视为天道的一部分，所以与其

说法本身具有神圣性和权威性不如说礼是来源。
[1]
郭店

楚简《性自命出》的思想体系揭示出周代礼乐文化较为

集中的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内在德行修养与外

在制度教化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是宗庙祭祀中凝聚的血

缘共同体；二是现世生活中彰显的生命热忱；三是宗族

伦理中贯注的秩序维系智慧。
[2]

1.2 当代中国法的神圣性

当代中国法的神圣性可以在法治的权威性中找到

具体体现。从法哲学的角度进行释义，“一方面要强调

法律与其他社会的文化现象之间的关联性，另一方面还

要求研究者在尽量保持视野开放的同时，对自己所处的

‘位置’不断进行反省。”
[3]
因此，当代中国法要通过

以下三方面相互结合构成的整体显示其神圣性。

一是，如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理论所言，法律的权威

性源于社会成员的集体意识，法律是社会团结的体现，

反映了社会的共同道德规范。社会历史发展规律下的集

体意识和共同道德规范在当代中国浓缩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类似于中国法哲学中的“天”。

二是，在韦伯的合法性理论中，当代法律的权威来

源于其规则本身的理性化，即法律通过程序化的规则体

系获得合法性。在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是天下

之公器”，即法律必须超越个人利益，以公共利益为依

归，并通过制度设计确保其权威性与适应性。当代中国

法权威性的基础是代表形式正义的合法程序。

三是，当代中国法的权威性最终要落脚在“人”身

上，让守法者发自内心的守法，让执法者合法秉公的执

法。
[4]
在我国，前者的落脚点以人民至上为基础，后者

的落脚点以党的领导为前提。

2 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中国法治的结

合

“我国古代主张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

德主刑辅，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国先治吏，为政以

德等等”。
[5]
立足当代中国，如何将这些跨越千年的、

蕴含着丰富的治理理念和实践经验的法律传统价值，通

过创造性转化使其在法治建设中获得新生，是实现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在中国语境下，

就是要将马克思主义法哲学与习近平法治思想相结合，

从而实现传统法文化的精神解码和制度转译。

2.1 传统法文化的精神解码

儒家学说在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长期居于主导地

位，其中“礼”与“法”的相辅相成，构成了传统刑事

法律的理论基石；“德”与“法”的辩证统一，构成了

古代治国理政的核心范式。当代中国仍可以借助上述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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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发挥文以化人的教化功能，把刑法领域对个人、社会

的教化同国家的治理相结合，达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的目的。

2.1.1 礼法并用

以礼为基础的古代法遵循礼法合一的原则，“承天

之道、治人之情”体现在审判和行刑中则更加主张“明

于阴阳，审于刑德”。法律被视为维护社会秩序和道德

规范的重要工具，因此法要具有人文关怀和伦理的特征。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的“原情定罪”思想，更

是与我国现代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有相通之处，即

定罪量刑不仅关注行为所导致的结果同时注重行为人

的主观意图，力求达到司法公正。这种情理法交融的传

统智慧，在现代司法中转化为裁判说理机制与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相融合的价值指引；在现代立法中表现为刑

事立法要受到法律内在道德与立法良知的制约。
[6]

2.1.2 德法共治

“礼法结合、德法共治”的治国策略可以从战国时

期孟子提出的“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那

里找到其出处；刑与法的关系根据阴阳哲学可理解为，

“阳”表征德化礼治的柔性规训，“阴”对应刑罚律令

的刚性约束，《唐律疏议》中“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

为政教之用”为德主刑辅的治理智慧的经典表述。礼之

“阳德”通过道德感化维系社会共识，刑之“阴威”借

助强制力量矫正越轨行为，二者形成“礼之所去，刑之

所取”的闭环治理结构。
[7]

故此，兼采礼法并用及德法共治的法律才能既是治

理国家的工具，更是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民权益的神

圣规范。这种法律正是二十大强调的坚持依法治国和以

德治国相结合，法治和德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正应

了这句“这既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治国理政规律

的深刻把握。”
[8]

2.2 传统法文化的制度转译

法文化作为观念上层建筑, 是一种社会的意识形

态，其在反映一定社会存在的同时，有着自己相对独立

的发展过程。当代中国， 把观念上层建筑作为治国理

政的基本方式，就必须使其转化为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

下的法治。
[9]
转译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制度：

其一，罚当其罪。唐律所包含的刑事法律思想和制

度对当代刑法的适用仍有积极的意义，比较典型的是死

刑三复奏制度。
[10]
该制度呈现的慎刑理念不仅演化为我

国刑法“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慎用死刑的司法理念，

且符合现如今的轻罪化趋势。

其二，以和为贵。德主刑辅的治理传统演化为现代

“枫桥经验”中法治与德治的融合实践。“枫桥经验”

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经典模式，其核心是通过发动和

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强调以人为本，形成“多层

次、社会化、全覆盖”的大调解格局，以期实现“无讼”

理想。
[11]

其三，廉政反腐。唐律针对贪赃受贿规定了“六赃”

和相应严格刑事责任，成为当代刑法“贪污贿赂罪”章

节和“渎职罪”章节的立法渊源。明代六科给事中制度

经现代改造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

系。儒家“慎独”思想转化为领导干部“八小时外”监

督机制。

上述精神解码和制度转译无不集中体现了文化对

法治发展的巨大推动力量。诚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一

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

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12]

3 中国法治发展全局的战略性思考

中国法治发展全局的战略性思考，本质上是对中国

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治理智慧如何实现现代化跃迁的探

索。这种探索以文化传承为底色、治理现代化为目标，

以包容并蓄为手段、世界和平为理想，建立中国法治发

展的系统治理观和全球治理观。

3.1 系统治理观

中国法治发展的系统治理观强调在融贯中华传统

法律文化独特性的基础上，将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深度

融合，构建符合国情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式

推进法治化的模式。

首先，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又有立足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
[13]
习近平法治思想注重

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深刻论述了法治对国家制度与国家

治理体系的基本依托作用，强调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必须构筑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之上。
[14]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在本体上和路径上就是推进国家

治理法治化，将中国法治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相融合，

以法治巩固现代化的成熟经验，以法治破解现代化的风

险挑战。
[15]

其次，在当代社会，法律制度与社会关系之间有着

密切联系。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经济社会

发展不平衡的超大型东方大国，政府推动与社会演进的

相互作用，构成了中国法治发展的强大动能。我国要在

继续推进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及其下属

的五大子体系建设的基础上，拓展“5+N”新形态，形

成 N个子体系，全面推进中国法治发展。

最后，“人民群众对立法的期盼，已经不是有没有，

而是好不好、管用不管用、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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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全面实行依法治国，就

必须建立法治的权威性，让人民有信仰法律的可能。古

代治国智慧中“民为邦本、明德慎刑”的民本思想表明

在社会生活和政治领域要高度重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

这与马克思主义核心的人民性相一致，与习近平法治思

想一脉相承。

概言之，法治建设服务于国家治理全局。运用科学

方法，统筹推进法治体系建设，最终实现从“法律大国”

到“法治大国”的历史性转型。

3.2 全球治理观

中国文化所追求的就是通过修身、齐家、治国，最

终实现平天下，当今视角下即是构建共赢共享的人类命

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法治与其他国家法治相比神圣性

更高之处。

中华法系在其文明基因中天然蕴含着“多元一体”

的治理智慧和整体包容的思维特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之一，就是“以海纳百川的宽阔胸

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
[17]
在个体上立足

我国国情，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走和平发展道路；

整体上遵循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中国法治发展是开放

的，是与人类社会的共同价值兼容的。全球治理观即是

借助“法”的弹性空间包容地域差异性，最终形成“多

元归于一统，一统容有万殊”的治理范式。

以“系统治理观”破解法治碎片化困境，“全球治

理观”突破西方中心主义法治话语。中国法治发展为人

类法治文明提供新选项，更在文明对话中彰显中国式法

治现代化道路自信，最终实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

美与共，天下大同。

4 结论

在当代，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厚底蕴和中国法治

的独特性浓缩成习近平法治思想，形成具有主体性的法

治现代化路径。全球化和现代化视野下，中西碰撞在所

难免，但“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

自己的道路和办法。数千年来, 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

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

统决定的”。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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